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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则天与神都二三事

余黎星 余扶危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

摘要：武则天在洛阳执政数十年，最后登上女皇宝座，武则天在洛阳的数十年间是唐代

洛阳最辉煌时期，武则天与洛阳的许多历史事件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洛阳武周时期历史离不

开武则天。通过含嘉仓与丝绸之路就可以深刻了解武则天对洛阳历史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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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则天改唐为周后，洛阳为武周政权的都

城，是武则天活动的中心，是她发号施令的地

方。她的这些至高无上的特权，从辅政皇后到执
政皇后，到临朝称制的皇太后就是如此。因此，
洛阳的大事无一不与武则天有着密切关系。本文
就武则天与洛阳含嘉仓、武则天与唐代丝绸之路
的东端起点两件事谈谈自己一些浅薄的看法。

一、东都含嘉仓到武则天时期才成为
真正的国家大型粮仓

隋炀帝营建东京（东都） 时，在城内的东北

部同时营建了一个小城，曰含嘉城，武则天与含

嘉城一点关系也没有，与含嘉城无关，不等于与

含嘉仓无关。因为含嘉城与含嘉仓虽同属一个地
方，但前者为城，后者因储藏大量粮食而成为仓

城。为什么说含嘉城在隋炀帝时只是一座城，还
没有储藏粮食呢？

首先，含嘉城在史籍中没有确切记载在隋代

已储藏粮食，成为了国家的大型粮仓，虽然杜佑

在《通典》卷十二《食货》十二中把含嘉仓作为
隋代大型粮仓，“隋代西京太仓，东京含嘉仓、
洛口仓，华州永丰仓、陕州太原仓，储米粟多者
千万石，少者不减数百万石”。把文献上均有记
载的回洛仓忘了，而没有任何记载的含嘉仓却记

上了，这显然是张冠李戴。
其次，凡隋代东都城的大型粮仓文献记载都

比较详细，有修建时间、仓城范围、仓窖数量等
内容。如洛口仓，一名“兴洛仓”。位于洛州巩

县（今县东北旧巩县） 东面洛水东岸，因地处洛

水入黄河之口，故有是称。大业二年置，筑仓城
周围二十余里，穿三千窖，每窖八千石，置监官

并镇兵千人守卫［1］，全仓储米约有二千四百万

石。又“回洛仓”，大业二年十二月置于洛阳城
北七里，仓城周围十里，穿三百窖［2］。再如“子
罗仓”在宫城内右掖门街，“街西有子罗仓，仓
有盐二十万石，子罗仓有粳米六十余窖，窖别受

八千石”［3］。隋代其他的“河阳仓”、“常平仓”、
“广通仓”、“黎阳仓”、“成回仓”等都有较为
详细的记载。如果含嘉仓是隋代粮仓的话，文献

洛阳含嘉仓城范围及粮窖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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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为什么没有关于它的记载呢？经过钻探，含嘉

仓的规模远远大于“回洛仓”，“回洛仓”只有
三百窖，而含嘉仓却有四百多个窖，更不用说子

罗仓了。没有含嘉仓的记载，是史家的疏忽吗？
不应该是。因为含嘉仓和子罗仓都在东都城内，
为什么记其小而忘其大呢？原因只有一个，那就

是含嘉城还不是含嘉仓城，还没有成为储藏粮食

的大型国家粮仓。从含嘉城到含嘉仓城还有一个
过程，这个过程因隋朝的短暂寿命而未能实现。
第三，隋末唐初，洛阳一带年年战乱，从当

时战乱中的东都城看，城内不可能有含嘉仓这样

的大型粮仓存在，不然隋末李密占据“回洛仓”
和“洛口仓”后，东都城内严重缺粮，隋军一度
夺回了“回洛仓”，不惜出动数千兵丁昼夜不停
抢运“回洛仓”的粮食。这些抢运的粮食也只是
杯水车薪，王世充为了解决粮荒，不得不用布帛

向敌人李密换取粮食［4］，如果当时含嘉仓存在的

话，李世民仅仅围攻洛阳才数月之久，城中乏

食，“绢一匹直（值） 粟三升，布十匹直（值）
盐一升，服饰玩珍，贱如土芥……虽贵为公卿，
糠覈不充，尚书郎以下，亲自负戴，往往馁

死”［5］。如当时有含嘉仓，不要说围攻几个月，
就是一年两年，这些官吏的命运也不至于如此悲

惨，因为含嘉仓可储五六百万石粮食。
第四，在隋代东都城内没有必要再置含嘉仓

这样的大型粮仓。因为城内已有储粮二千万石和
数百万石的“回洛仓”，无论是输长安和供东都
之需都不存在任何问题，况且，城内有“子罗
仓”，六十个仓窖中有粳米，从城外“回洛仓”
运粮到子罗仓也是近在咫尺，何时用粮，何时再

运也不误事。因此含嘉仓没有存在的必要。
第五，隋炀帝修含嘉城的初衷我认为就不是

储粮，而是存放堆积如山的布帛。当时东都城内
的布帛十分丰富，“布帛山积，至以绢为汲绠
（井绳），然以作为烧柴”［6］。除当时的左右仓可
以存放一部分外，另一部分只有放在含嘉仓内。
因为城内有大批的库房，不然王世充占据洛阳时

何以能在城中驻兵一万多人呢？

第六，在发掘含嘉仓的仓窖时，仓窖内出土

不少刻铭砖，砖有年号，未见炀帝时的大业年

号。碳十四测试结果也显示，年代为唐和宋。这
就进一步证实了炀帝修建的含嘉城是存放布帛的

库房而不是储藏粮食的仓城。只有唐代的高宗和
武则天时期，含嘉仓才真正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粮

仓。为什么到这时才有含嘉仓出现呢？其原因大
致有三个方面：

第一是唐王朝的需要。隋在东都城内外的三
处粮仓因隋王朝的灭亡也相继废弃。作为东西二
京之一的洛阳，没有一个大型粮仓是不可想象

的。唐王朝建立之初，因长安经济尚未恢复，粮
食供应相对比较困难，因此常常就食于洛阳。太
宗皇帝有三次，高宗有七次。当然不都是为了渡
荒，但也有一定的因素在内，因此洛阳应该有储

粮仓库。特别是到了高宗和武则天时期，洛阳的
政治地位不断提高，从洛阳宫变成东都，变成东

西二宅，由从东都变成神都这种变化说明，洛阳

已经实实在在成为武则天时期的政治中心和都

城。都城应该有自己的大型粮仓，历朝历代都是
如此。唐王朝的太仓在长安灞附近。武周政权的
太仓应该建在洛阳。这是武周政权的需要，也是
政权的象征。隋唐王朝的物资供应主要依赖于东
都以东的广大地区，这些地区的物资主要通过大

运河运抵洛阳。隋时有“洛口仓”“回洛仓”进
行转输。唐时这些粮仓已经废弃，急于建立这样
一个大型的转输仓，如果不把这些物资及时运到

长安，长安就会遇到许多困难。如《新唐书》卷
五十三《食货志》“而关中号称沃野，然其土地
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备水旱，故常转漕东南

之粟”［7］。又如《资政通鉴》卷二百三十二德宗
贞元二年（786） 三月条云：“关中仓廪竭，禁
军或自脱巾呼于道曰：拘吾于军而不给粮，吾罪

人也！上忧之甚，会韩湟运米三万斛至陕，李沁

即奏之，上喜，遽至东宫，谓太子曰：‘米已至
陕，吾父子得生矣。’”由此可见，江南漕米支撑
了唐王朝的危艰，中晚唐是如此，初唐、盛唐又
何尝不是如此呢？建转运仓是当务之急，而这个

转运仓和隋代一样，也只能建在洛阳，不可能溯

河而上将物资直接运送到长安。因为三门水险，
常常船毁人亡。如唐初“得隋旧书八千余卷，太
府卿宋遵贵监运东都浮舟溯河，西至京师，经砥

柱舟覆，尽已其书”、“岁漕经砥柱，覆者几
半”。这一切都说明不在洛阳建大型粮仓是行不
通的。唐初统治阶级从隋末的战争史实中吸取了
深刻的教训，隋东都的两大粮仓都在城外，城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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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一个子罗仓，一旦洛口、回洛被人占领，东
都不保是一个客观事实。因此唐建国以后，城内
要有储藏粮食的大型粮仓，以保证城内粮食的供

应和转输的需要，还可以应对突发事件。这一
切，就是含嘉仓出现的客观因素，东都含嘉仓就

应运而出现。含嘉城也就自然的变成了含嘉仓
城。这种变化，发生在高宗和武则天时期。
第二太宗为这个转变奠定了必要的物资基础。
隋王朝是一个短命的王朝，但确也是一个富

有的王朝。隋亡以后，其所搜刮的民脂民膏还可
以再用 50 年。而唐朝建立之初，加之自然灾害
频繁，经济凋敝，粮食短缺。唐太宗为了改变这
种状况，尽快恢复经济，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发

展生产、让民休养生息的政策：
首先积极推行轻徭薄赋、兴修水利等改革。
他刚一即位，宣布免除关内及蒲、芮、虞、秦、
陕、鼎六州两年租税。全国其他地区免除一年。
同时省力役，保证农时，尽量减少征发，“贞观
二年，太宗谓侍臣曰：‘凡事须务本，国以徭役
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
本，夫不失时者，在人君简静乃可致耳，若兵戈

屡动，土木不息，而欲不夺农时，其可得乎？’
王珪曰：‘昔秦皇汉武，外则穷极兵戈，内则崇
侈宫室，人力既竭，祸难遂兴，彼岂不欲安人

乎？失所以安人之道也，亡隋之辙，殷鉴不

远’”。［8］唐太宗还说：“轻徭薄赋，不夺农时”，
“使比屋之人恣其耕稼。”［9］有些非征不可的徭役，
也尽量改在农闲。太宗大力倡导兴修水利，贞观
初期，关中、河南等地原有的渠道都相继修复，
并新修了大量的排水和引水工程。
其次太宗大力提倡戒奢崇简。他对朝臣们
说：“人君依靠国家，国家依靠民众，刻薄民众
来奉养人君，好比割身上的肉来充腹，腹饱了，

身也就毙命。”晚年立李治（高宗） 为太子，随
时训诲。如见太子吃饭说：“你知道耕种艰难，
你就常常有饭吃。”［10］为了节俭开支，唐太宗采
取了精简机构和官员的办法。贞观元年他下令并
省了很多州县，中央各府官员，从 2000 多减为

643 人。唐太宗还以身作则注意节俭，从自身做
起。他继位之后，仍住隋宫殿，且大部分都已破
旧，他患有气疾，居住的宫殿很潮湿，有的大臣

建议重新建造一座宫殿，也被太宗拒绝。为了减

少宫中的费用，唐太宗还下诏释放宫女，其中一

次就释放了 3000 人。同时太宗还严禁厚葬，认
为这样浪费太大，并要求五品以上的官员和勋亲

贵族都要遵照执行。对地方官吏进贡的珍奇异
物，太宗也下令禁止，以防扰害百姓 ［11］。由于
唐太宗以身作则，在贞观初形成一种崇尚节俭的

风气，一代名臣魏征为官一世，家里却连个正堂

屋都没有 ［12］。这种节俭风气的盛行，对减轻国
家和人民的负担，促进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都

起了积极作用。
再次，太宗十分注意人口的增长。唐代初

年，人口大减，朝廷控制的户数不满三百万户，

与隋朝的九百万户相差甚远。人口多少决定唐王
朝赋税收入的多少，因为赋税收入以人为单位。
唐太宗为了有充足的劳动力来发展生产，以扩大

剥削对象，采取了一些增加人口的措施。贞观元
年 （627） 二月，唐太宗下诏规定：民间男 20

岁、女 15 岁以上还没有结婚的，由州县官负责
帮助他们结婚成家，因为家里贫穷无钱结婚的，

由本村富户和亲戚资助他们完婚，以繁殖人口。
同时把婚姻和户口的增加列为考核地方官员政绩

的一个标准。为了解决劳动力不足的当务之急，
太宗还从国库中拨出大量资金，赎回被外族掠夺

去的人口。贞观五年（631），一次就从突厥赎回
八万人口。由于唐太宗采取了这些积极措施，人
口得到迅速增长，到贞观二十三年（649），全国

户数增加到 380 万户。
由于唐太宗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发展农业生

产的措施，社会经济得以很快恢复和发展。从贞
观三年开始，全国连续出现了大丰收，粮价迅速

下跌。武德初年，斗米三千文，贞观时期，斗米
三文。原来一匹绢换一斗粮食，下跌到一匹绢换
数十斗粮食［13］，贞观后期已经有较为雄厚的物质

基础，这个基础为含嘉仓成为国家粮仓提供了有

利条件。也不排除当时东都城内已有粮仓，但不
是含嘉仓。含嘉仓应该出现于高宗武则天时期，
成为大型的国家粮仓、东都的太仓也应该在高宗
武则天时期。
高宗武则天在唐太宗发展农业的基础上，更

进一步实行了一系列重视农业生产、鼓励农耕的
政策。上元二年皇后武则天曾向高宗谏言十二
事，其中第一条就是“劝农桑，薄徭赋”。［14］武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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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还把农业好坏作为奖惩官吏的标准，规定州县

境内“田畴垦辟，家有余粮”，官吏则予升奖，
如“政苛滥，户口流移”，则必加严惩，“轻者
年终贬考，重者非时解替”。［15］武则天也十分注意
兴修水利，在她执政期间，水利事业有了蓬勃发

展。在《新唐书·地理志》中记载就有十九项水利
工程。对于逃户，武则天实行了比较宽容的政策，
规定逃户返业可以享受免租二年等种种优待。
由于太宗、高宗、武则天三位皇帝的共同努

力，农业生产有了更加长足的发展，全国垦田面

积不断扩大，粮食总产量迅速增长。盛唐时（武
则天—玄宗开元年间） 的经济显得格外繁荣，使
封建国家积累了大量的粮食和布帛。另外武则天
时期，国家掌握的户口有六百万户，这一巨额的

户口，保证了高宗武则天丰厚储粮的实现。基于
这样的条件，含嘉仓在高宗武则天时期成为国家

的大型粮仓、东都和神都的太仓也是水到渠成的
事情。另外高宗永徽六年在京东（洛阳） 二市置
常平仓，这也说明当时粮食很丰富。含嘉仓成为
大型粮仓的物质基础已经完全具备。武则天为使
太仓能更快更顺利将大运河运来的租粮纳入仓

内，于大足元年开洛漕新潭，以置租船 ［16］，

《河南志》也载有此事云：新潭“长安中司农卿
宗晋卿，以通诸州租船，四面植柳，中有租场，

集石其下，于上布土，潭立石柱，马吉甫为其

文，钟绍京书，后潭中水浅，租船不能行”。这
一切都足以说明含嘉仓在高宗武则天时期才出

现，并成为国家的大型粮仓。当然也不排除在含
嘉城内也有一定数量的储粮。但这与含嘉仓即神
都太仓的储粮是两个不同性质的储粮。随着洛阳
政治地位的下降，漕运改革的变化，含嘉仓的性

质也在发生着变化，从太仓兼转运仓变为地方性

的粮仓，到北宋以后就不复存在了。

二、唐丝绸之路东端起点与武则天

“洛阳是否为唐代丝绸之路东端起点”一直
是争论不休的问题。有的学者认为是，有的学者
认为不是。是与不是，都有一定的理由。我认为
主张是或主张不是，都不是很客观，要取得统一

的认识不难，因为它是一条实实在在的路，是在

特定的时期、特定的历史条件、特定的政治背景
下形成的路。这条路不同于民间的和一般的通商

之路，我国的中西商贸历史悠久，这是不争的事

实。这是与丝绸之路的性质有关。汉武帝派张骞
出使西域的目的很清楚，就是要联合西域诸国共

同对抗匈奴。由此可见张骞开辟的从西汉都城长
安到西域诸国的这条路是一条政治之路，是因为

政治需要而开辟的路。因此丝绸之路的政治色彩
一直贯穿始终。到武帝击败匈奴后，这条路才有
了双重性质，一是政治之路，二才是通商之路，

也就是后来闻名的丝绸之路。从狭义的意义上来
讲，丝绸之路的起点和中国段的终点都是长安，

这是历史所公认的。我认为这种狭义的解释也有
道理，但不客观，不全面，因为丝绸之路不因西

汉王朝的灭亡而消失，而是一直存在于我国的历

史中，因此丝绸之路不应该只有一个起点，而是

哪个地方是都城，哪个地方就是起点。西汉灭亡
后，东汉、曹魏、西晋、北魏的都城都在洛阳，
丝绸之路也就东延至洛阳，洛阳就成为丝绸之路

新的起点。起点变了，计算从西域到内地的里程
也跟着发生了变化。
西汉时计算里程以长安为起点，如《汉书》
卷九十六《西域传》所载，大月氏国“去长安万
一千六百里”；大宛国“去长安万二千二百五十
里”；于阗国“去长安九千六百七十里”。
东汉时因都城在洛阳，丝路起点也在洛阳。
计算起点也就东移到洛阳。《后汉书》卷八十八
《西域传》所载，于阗国“去洛阳万三百里”；莎
车“去洛阳万一千九百五十里”；疏勒“去洛阳
万三百里”。
曾任西域长史的班勇所著《西域记》中详细
记载了西域诸国到洛阳的里程。如“枸弥国，居
宁弥城，去长安所居柳中四千九百里，去洛阳万

二千八百里”；“于阗国，居西域，去长安所居
五千三百里，去洛阳万一千七百里”等等。比
《后汉书》 成书早 50 余年的袁宏所著 《后汉纪
》，也有如此记载。由此可见，东汉是这样，曹
魏西晋北魏又何尝不是这样。
东汉由于国内原因，光武帝曾多次拒绝西域

诸国谴子入侍的请求，使与西域自绝 65 年，直

到汉明帝永平十六年（73），始“命将帅北征匈
奴，取伊吾卢地，置宜千都尉以屯田，遂通西

域，于阗国皆遣子入侍，西域自绝六十五载，乃

变通焉”［17］。东汉政府为经营西域，“屯田于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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腴之野，列邮置于要害之路”，于是“驰命走驿，
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丝路又
再现昔日的繁荣。 《后汉书》 卷二 《明帝纪》：
永平十七年，“西域诸国遣子入侍”。《后汉书》
卷三《章帝纪》章和元年（87），“月氏国遣使
献扶拔、狮子”。《后汉纪·孝灵皇帝纪》第二十
三，建宁五年 （172 年） “春正月，车驾上原
陵，诸侯王及外戚家妇女，郡国计史，匈奴单

于，西域三十六国侍子皆全焉”。可见东汉与西
域诸国政治关系之密切。
在商业贸易上也是一派繁荣景象，驰命走

驿，商胡贩客，往来不断。“赛里斯人 （中国
人） 即处此，其林中产丝，驰名宇内，丝生于树

叶上，取出，湿之以水，理之成丝，后织成锦绣

文绮，贩运之罗马，富豪贵族之妇女裁成服，光

泽夺目。由地球东端运至西端，故极其辛苦。赛
里斯人，举止温厚，然少与人接触，贸易皆待他

人之来，而决不求售也”［18］。关于曹魏、西晋、
北魏之为东端起点本文不再赘述。
自东汉洛阳成为丝绸之路东端起点之后，丝

绸之路从此成为三重性质之路，即政治之路、商
贸之路、宗教（文化） 之路。佛教自东汉孝明帝
时经丝绸之路传入洛阳以后，天竺、西域各地僧
人纷纷也来到洛阳。《高僧传》多有记载。佛教
自东汉传入洛阳后，洛阳成为中国佛法之中心。
北魏洛阳“京城表里凡一千余寺”［19］。“异国沙
门，咸来辐辏，负锡持经，适兹乐土”［20］。北魏
永明寺，专门用以安置各国僧人，该寺“房庑连
亘，一千余间，百国沙门三千余人，西域远者，

乃至大秦国，尽天地之西垂”［21］。有些外国僧人
亦在洛阳立寺，法云寺，“西域乌场国胡沙门僧
昙摩罗所立也”［22］。洛阳缑氏人佛学大师玄奘西
行取经，于贞观十九年（645） 春正月，达于京

邑，谒帝洛阳［23］。高宗时义净去西域取经，回国
后住洛阳大福先寺，此后印度高僧无畏三藏与商

旅同次［24］。外国僧人还在龙门开凿造像龛。继佛
教传入洛阳后，具有影响的一些宗教也纷纷沿着

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和洛阳，如祅教、景教、摩尼
教、伊斯兰教（水陆两途传入），有的还在洛阳
修庙立寺。唐代南市附近修善坊有“波斯胡寺”，
会节坊有“祅寺”，市内西坊有“胡祅寺庙”，北
市立德坊有“胡祅寺”［25］。各种宗教的传入，赋

予了丝绸之路新的内涵，同时也大大促进了中西

文化的交流。
隋唐以前的东汉、曹魏、西晋、北魏洛阳，

同为丝绸之路的东端起点，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

实。而唐代洛阳是不是丝绸之路的东端起点呢？
我认为不是，洛阳不是有唐一代丝绸之路的东端

起点，而是武周时期的东端起点。因为有唐一代
总的都城是在长安。无论是东西两京的洛阳，还
是东西二宅的洛阳都没有取代长安都城的地位，

而只有神都洛阳才取代了长安的地位，成为武周

时期的都城。事实也完全是这样。高宗武则天虽
然不断经营洛阳，洛阳的政治地位有所提高，但

始终没有能取代长安。高宗执政 33 年，来洛阳
7 次，只住了 11 年，仅占 33 年的三分之一，其

余的三分之二的时间仍在都城长安。高宗在临死
时也没有把洛阳当作都城，而是仍然眷念都城长

安，希望天地神灵多给他一二个月的寿命，能回

到长安，在长安死了也没有遗憾。这足以说明长
安是都城，那里具有正统地位和礼仪氛围。
在武周政权前的高宗和以后的玄宗时期，西

域诸国也派使节到洛阳，朝拜高宗和玄宗，并参

加一些政治活动，如高宗和玄宗登泰山举行封禅

大典等，都有不少西域诸国参加。这些使臣到洛
阳比之到长安的次数少得多。就拿日本的遣唐使
来说吧，在唐代二百多年的历史中，日本前后共

任命 19 次遣唐使，实际到唐者共 15 次，而 15

次中只有 3 次在洛阳，其他 12 次都是经洛阳到

长安。由此可以说明，洛阳除武周时期为都城
外，始终处于陪都的地位。随着武周政权的结
束，洛阳的政治地位也一天不如一天。如中宗回
长安以后，就死也不巡幸洛阳。玄宗巡幸洛阳共
五次，从第五次 （开元二十一年，733） 以后，

直到唐灭亡前唐昭宗被劫持到洛阳外，唐朝诸帝

迄未巡行洛阳，时间长达一百多年。从此也可以
看出，唐都城长期在长安。因此，唐丝绸之路的
东端起点神都，只存在于武周时期，其他时期的

起点在长安。武周不是唐，是一个新的朝代，皇
帝姓武而不是姓李，都城在洛阳（神都） 而不在

长安。同时官吏名称等也不是沿袭唐而是另有新
名等等，这一切都说明武周不是唐。
武则天执政 50 年，而居住洛阳长达 20 多

年，洛阳在高宗和 （下转第 9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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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则天的共同经营下，达到了空前的繁荣，尤其

是武周时期，更是洛阳最辉煌的时期，也是则天

女皇大展才华的时期，将贞观之治推上了一个新

的台阶，而又为开元盛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武
则天对洛阳的贡献，武则天所做的大事，无一不

与洛阳有关联。本文只就含嘉仓和丝绸之路的东
端起点两个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这些看法也可
能是一孔之见，不登大雅之堂，望大家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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